
 

金融、地权与财税：

近代四川粮税抬垫的运作机制与环境

娄     敏         曹 树 基

摘    要    抬垫一般是指在粮户未及时交纳粮税的情况下，由中间人垫付并随后向粮户追讨垫付本息的做

法。从晚清到民国，四川地区民间性的粮税抬垫机制逐渐被纳入到官方性的税收系统中，但仍带有诸多弊

病。在官府、书差、绅士和粮户等各方势力的博弈下，抬垫利率也最终实现了标准化。金融市场为粮税抬垫

制度的形成提供了资金可能。粮户利用建立在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融通基础上的各类交易手段和地权安排

 （如卖业留粮、押租和典），来逃漏粮税，导致抬垫纠纷频繁发生。抬垫执行者的选拔体现了金融市场的资

本竞争性和去道德化特色。民国四川省军政府曾下令以收益分成来重新认定纳税责任人，但由于未能做到对

土地金融市场的完整把握，所以收效不彰。抬垫、抬垫纠纷与相应官方的应对，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基层社

会中金融、地权、财税和法律等领域间的复杂交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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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土地税收问题不仅是晚清以来历届政府在追求富强目标过程中的首要难题，而且也是后世社会经济史

学者所关注的长久不衰议题。梁方仲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厘清了明清时代社会基层组织、土地税收机制与

国家财政之间的复杂关系。①刘志伟将此概括为贡赋经济体制。②

因土地税收而衍生的问题意识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地权结构”为核心的乡村土地契约和私法秩

序；一是以“赋役制度”为线索的基层组织、地方财税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本文以晚清和民国四川地

区粮税抬垫为研究对象，旨在将以上两个维度结合起来考察，亦即关注横向的地权结构与纵向的赋役制度

之间的互动关系。③

 

①梁方仲：《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

②刘志伟：《贡赋经济体制研究专栏解说》，《中山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赵思渊、申斌：《明清经济史中的“地方财政”》，《中山

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黄忠鑫：《明代前期里甲赋役制度的徽州社会−祁门县文书〈百户三代总图〉考析》，《中山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1 期。

③将“地权结构”与“赋役制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参见 Melissa Macauley, “A World Made Simple: Law and Property in the
Ottoman and Qing Empires,” 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Vol. 5, Iss. 4 (2001), pp. 331-352；赖骏楠：《清代民间地权习惯与基层财税困局−
以闽台地区一田多主制为例》，《法学家》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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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垫是粮户在未及时交纳粮税的情况下，由中间人垫付的做法。研究抬垫现象，对进一步思考清代以

降的基层征税问题大有裨益。从事明清以降州县财政与基层治理研究的学者注意到，清中后期基层社会出

现了书差包征取代“自封投柜”的趋势，衍生了差役大力抬垫的征税手段。①周健利用奏折、文集、日记

以及地方志等多种资料，对清代税收“集权式”与“分权式”之管理办法进行了讨论，粮税抬垫人被周健

视为田赋征收的次级承包商。从周健的研究视角出发，抬垫可被认为是清代基层政府行政制度缺陷和行政

资源不足的产物。

在不否认以上解释角度的前提下，本文从近代基层社会中金融、地权与财税间互动的角度出发，来论

述粮税抬垫的运作机制及其环境。本文首先将阐释晚清以降四川抬垫现象的形成和运作机制，并揭示其与

基层金融间的紧密关联。其次将借助土地金融市场−以土地作为信用载体，以各种交易模式和地权安排

向资本持有者获取各类融资所形成的复杂交易关系网络−这一概念，来解释抬垫所运行于其中的环境，

并展现出这一环境对抬垫运行造成的阻力。本文也将通过民国时期江津县不同群体的抬垫执行权之争，以

及军阀刘湘颁布初步适应土地金融市场现状的税责分配方案这两个事例，来进一步展现抬垫运行中的金融

市场导向及其可能的缺陷。

二、抬垫的形成过程与运作机制

 （一）抬垫的制度化过程
四川抬垫现象出现在康熙年间②，更早可追溯至明初里甲制度时代③。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因战区军需急迫，四川各县税收压力大增，粮户的赋税负担随之加重，所谓“自东南军兴，四川独称完

富，是以调饷恒仰于蜀”④。因此，抬垫在基层税收实践中的作用愈发显著，并于清末民初完成了制度化

过程。
1. 抬垫责任人的变迁

自 18 世纪开始，基层征税和抬垫责任的归属先后发生多次变化。白德瑞（Bradly Reed）在研究四川巴

县差役时发现，基层税收之催征责任是不断流转的，即从里甲、乡保到衙门差役。⑤通过对四川其他州县

地方志的观察，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芦山县志》称：

　　粮多者即为该甲里长，分年轮充催收条粮；又每甲设甲差一人以辅助之……如有蒂欠，由里长负债抬

垫，由花户分认利息，名曰帮头。⑥

条粮即粮税，花户即粮户。里甲组织在粮税征收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里长与甲差不仅承担每年的催

征任务，而且还必须向他人借取资金，为“蒂欠”粮税的粮户抬垫。粮户随后认缴本利。

随着晚清时期四川各种田赋附加税陆续加增，以及粮户、绅衿与户吏之间相互串通以逃避赋税负担，

导致里长在抬垫过程中“赔累难堪，倾家破产”⑦。久之，抬垫责任从民间里甲组织移交到了具有公职身

份的差役手中。

清初乐至县亦延续明代基层里甲制度，起用甲长征税。但粮户普遍拖欠粮税的现象，使甲长一职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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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Zelin  Madeline,  The  Magistrate ’  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 ’  ing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Bradly W. Reed, Talons and Teeth：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周健：

 《清代中后期田赋征收中的书差包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2 年第 13 卷；严新宇、曹树基：《乡保制与地方治理：以乾嘉道时期巴

县为中心》，《史林》2017 年第 4 期。

②民国《芦山县志》卷 3《食货志·徭役》，第 22 页。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第 624−625 页。

③杨祖唐修、蒋德勋纂：民国《乐至县志又续》，成都：巴蜀书社，1992 年，第 352 页。

④祝介：《蜀乱述闻》，《满清野史续编二十种》（第六种），转引自陈善之撰：《笔记小说大观》（第 35 编），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

1983 年，第 11 页。

⑤Bradly W. Reed, 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79-184.

⑥民国《芦山县志》卷 3《食货志·徭役》，第 22 页。

⑦民国《芦山县志》卷 3《食货志·徭役》，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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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差”。光绪初年，当地决议征召“粮差”，并由其负责抬垫粮税。粮差由官府任命，但其办公的“草

鞋钱”则由绅管“三费局”支付。从实施效果上看，粮差比甲长的征税效率更高，如县志记载：“催收正

粮，前由甲长，继由粮差，历无蒂欠。”①

民国《眉山县志》以晚清地方官个人履历为线索描述了抬垫机制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以刘廷植为例。

同治五年（1866 年），刘廷植到眉山县任职，下令裁撤“小里户首”，即最初从事抬垫工作的最基层人员

 （多由粮户充当）。从分工上看，地丁、津贴与捐输等税先由“乡约举报”，然后小里户首催收和抬垫。

然而，胥役经常有意缩短期限，并借机下乡勒索，导致小里户首的催征压力巨大。大定桥人吴国成曾充当

过小里户首一职，深谙胥役的不良动机。为使乡人免受勒索，他经常替贫困邻人完纳粮税，销毁抬垫印

据，且不追偿本利。②但吴国成保护粮户的义举，需以足够多的货币资本为前提。

 《眉山县志》进一步记载了小里户首因无力承担催征和抬垫责任，而逐步倾向于将相关职责转交给差

役的趋势：“谓某某因包与某粮差而免害，某某因不包与某乡约而吃亏”“或有一二未包与差约者，力不

能垫，身受折磨。”③这些现象意味着：首先，以“民催民欠”为特征的民间自发性征税办法难以维持下

去，基层征税权出现上移趋势；其次，粮差取代小里户首的事实，意味着前者更有能力来完成抬垫工作。

在南川县，抬垫（当地亦称“包解”）也于光绪年间出现。当地的征粮方式，是由户房设粮柜，并派

差役到各里甲催征。但粮户“输不及时”，就需要由“户吏挪银垫解”，并加征利息。④

综上可见，抬垫经历了从民催民欠到官方全面接管的转变。自光绪朝起，抬垫任务主要由官府任命的

书差来负责。民间自发性的抬垫机制被纳入到了官府管控的税收体制中。
2. 屡禁不止的抬垫相关积弊

晚清四川各基层政府之所以依赖抬垫办法来实现田赋征收任务，主要与清中后期的四川政治、财政、

经济环境等因素紧密相关。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政府失去了江浙等富庶地区的税源，免遭战乱

殃及的四川省成为主要的军饷补给地。伴随着四川省田赋及其附加税征收压力的逐年递增，为保证足额且

及时地征解这些赋税，由书差在征收期限届满前垫付粮户所欠税额的做法便得以大行其道。而四川地区

 （尤其川东地区）基层金融业（如钱铺、票号等产业）的发达，也使得书差为抬垫工作获得大额短期信贷

资金成为可能。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成为了抬垫机制的结构性背景。

结果，抬垫自然成为一种不可能被禁止的征收手段。与这种手段相伴随的积弊，也就在长时期内不仅

无法被消除，反而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以崇庆为例。自咸丰四年（1854 年）起，津贴在每一两丁粮银基

础上加征银一两，又征解费一钱；同治三年（1864 年）起，捐输在每一两丁粮银基础上加征二两余至三

两；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起，续加每一两丁粮银基础上共计三两一钱的火耗费；除此之外，该地还

陆续出现各种其他类型捐税。地方蠹绅经常与吏胥联手，有意缩短征税时间，通过抬垫以获取高达“十

倍”之利息收益。崇庆知州专门制定了规范差役行为的章程，刊刻在石碑上，以期“永禁擅收擅支之弊”⑤。 
从四川省各县征税实践上看，即便地方官制定了抬垫规则，但差役仍然破坏规则并勒索粮户。光绪三

十三年（1907）巫山县监生向四川总督上控差役“抬垫诈磕”，详情如下：

　　差役抬粮藉磕，为害小民，曾经明立限制，非过时不准率抬，定章俱存，各牧令岂不知晓。乃巫山县差

役罗珍等于尚未撤柜之时，辄将监生黄嘉成粮银抬垫，勒索加倍之利，未允照给，即以抗粮捏禀。该前署县

吴令麟昌漫不加察，反将黄嘉成责押比追，以致激成上控。⑥

在战乱频繁与逃漏税现象严重的情形下，抬垫是确保地方官“如期如数”上缴田赋的最佳办法。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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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唐修、蒋德勋纂：民国《乐至县志又续》，第 352 页。

②王铭新修、郭庆琳纂：民国《眉山县志》，成都：巴蜀书社，1992 年，第 693 页。

③王铭新修、郭庆琳纂：民国《眉山县志》，第 621−622 页。

④柳琅声修、韦麟书纂：民国《重修南川县志》，成都：巴蜀书社，1992 年，第 374 页。

⑤谢汝霖修、罗元黼纂：民国《崇庆县志》，成都：巴蜀书社，1992 年 8 月，第 269 页。

⑥《四川官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上旬）第 2 册，公牍类，第 5 页。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 568−5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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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在州县层面获得解决，以致激化成上控到督抚的事件，表明地方州县官与差役之间已经形成利益联

盟。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四川布政司、按察司在公文中也承认，四川省相沿日久且“势所必然”的

差役抬垫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与基层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①

 （二）抬垫利率的标准化
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化，书差这类基层包税人（local tax-farmers）在抬垫过程中最为“标准”的利息收

入是“月息三分”。这一收入受到晚清与民国基层政府的承认与保护。利率的标准化，则是省级政权、地

方官、金融势力、书差、士绅与粮户等群体利益博弈的产物。
1. 抬垫利率在较长时期中的不规律性

同治十二年（1873 年），邛州知州霍为棻下令:“三里甲差限于年内赶催扫解，每催百两准其抬垫四两

五钱，只纳正耗银一两一钱五分，不上津捐两款。”也就是说，扣除正耗银后，邛州官府允许甲差在一百

两税额基础上获利“三两三钱五分”。据此可知，1873 年地方官允许的抬垫利率为月息 3.35%。于是，

 “抬粮之说兴，而甲差获利颇厚”②。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新任知州凤全下令每催百两“只准抬三两”。相比前者，此次抬垫利率降

低了 1.5%。1922 年，县志编纂者刘夐修感慨道：“盖诱之以利，而使其代赔逃亡无着之数，以求年清年

款，而无尾欠之粮。”这就表明，基层政府之所以承认差役抬垫获利的非正式“合法性”，是因为它能实

现以利息为诱饵，来吸引差役代赔粮税的征收目的。③

抬垫之所以要收息，主要与其资本来源有关。以光绪十三年（1887）巴县怀石里粮差杨纲的禀文为例：

　　因甲内粮户张承德、刘李氏、刘德宽、同心堂、袁万宝等，役等屡催不上，役无奈在钱铺抬银垫完。甲

差执粮票迭次往乡向讨，分厘不给，尤敢横恶。兼之钱铺要银，追逼如阎，现又限期完纳，实难抬垫。④

差役的抬垫资本来自钱铺，所以差役必须向钱铺缴纳本金和利息。巴县慈里粮差周洪也抱怨：“役实

被钱店债主追逼无策。”⑤差役向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告贷，再转借给粮户的过程，体现了金融市场对基

层税收实践的影响，抬垫机制的市场化趋势明显。

各地抬垫利率，一直到 19 世纪最后十年仍呈现出漫天要价般的无规律性。光绪十六年（1890 年），

胡寿昌批判粮差抬垫勒索时仍指出：“而坐催粮差，每串里牌甲首，预为包揽。延不完纳，一经抬垫，必

较原额加增十余倍。”⑥在原额基础上增加了“十余倍”，可见粮差抬垫利率之高。
2. 各利益群体的博弈及利率最终的标准化

在州县官、粮差与粮户之间，如何协调抬垫利率一直是十分棘手的问题。要求对利率予以严格限制的

最积极人群，常常是以“为民请命”姿态自居的绅士等地方精英。光绪十一年（1885 年）八月二十四日，

巴县绅粮童旸等向知县递交禀文，要求抬垫只能“加利三分”，恳请知县“怜恤以纾民困事”。详情如下：

　　粮民等不论谷之贵贱，不计食之歉余，卖谷上粮亦自应尔……被班上押勒，加正数一二十分，三四十

分,有之甚至来想寻觅，先开轿钱一二千，次开口食三四千，而条粮不加以什佰，即加以倍蓰……酌定在房、

在班（原文缺）上数月加利息三分，俾民等困苦得纾而钱粮早足，合邑均沾。⑦

绅粮要求规范抬垫利率，目的是防止差役过度勒索。时任知县也深谙抬垫的缘起与弊端，因此认为

 “尔等协恳加利三分，赴房完纳揭票，事属可行。”

标准统一的抬垫利率虽能使粮户免遭勒索，但当州县官换届后，差役便视前任知县所规定的标准利率

形同虚设，趁机大肆勒索。光绪十一年（1885 年），巴县时任知县应允了绅粮有关将抬垫利息限制在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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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的请求。但八年后，新任知县却不愿执行这一抬垫利率。于是，巴县举人高志霖等 16 人递交禀文，

 “恳复旧规”，详情如下：

　　今年十八扫数，欠完正粮二百余两，合银三千余。霍主将粮票数千张裁交总役，由各总役将粮票在钱铺

抵银，如数缴清。现闻完粮钱三四百文者，差役索银至十两。完千文者，索银至三十两，方给粮票。若所抬

三千余两，均照此上纳，需银十万两，未免贻累地方。前张升主到任，因差抬磕索过甚，绅耆禀请每月照三

分行息，张主于扫数日，将抬粮票上盖三分行息图章。三年来，差民俱便，地方受惠良多。今年霍主扫数，

为款甚巨，欲差役踊跃，不能盖认息图章，故得肆行磕索。此次抬粮银两，恳遵旧规三分行息，由户房完

纳。并恳立案，永远遵行。①

扫数，即清税。磕索，指用力索取。禀文展示了地方州县官、差役、钱铺与粮户之间的税收与金融关

系。对于举人沿用旧规的恳请，新上任的张知县不予理睬，批文如下：

　　惟称张升县到任，绅禀于抬粮票上（盖）三分行息图章，究系始自何时？禀为谁递？未据明晰叙及。饬

检五获。所请指出，未便率准。现已饬差不许任意需索。②

张知县拒绝了举人们的请求。虽然他同时也饬令禁止差役“任意需索”，但这一模糊的命令根本无法

起到规范差役行为的作用。在税收市场化趋势的激励下，差役（及其背后的金融力量）为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不择手段地勒索粮户。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巴县衙门又不得不再度规范了差役的抬垫行为，内容如下：

　　拟请嗣后各属每年均以十一月底为止，如粮户力能完纳者，均不准借垫；十一月底撤柜后，粮户尚有疲

顽未完者，始准粮差照数借垫，所垫之银钱，均按月以三分率，不准利上加利，多取分文。③

该章程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宽期撤柜；二是严定借贷之利；三是“大张晓谕，俾众周知”。按规

定，粮户只要遵守章程，按期纳税，就能避免被差役抬垫“勒索”。

然而，差役勒索现象依然普遍，乃至成为清末立宪运动中的一个议题。宣统元年（1909 年），四川省

咨议局在讨论“丁粮浮收案”这一议案时，发现各州县的丁粮征收工作并未“确定划一征收之法”，以致

官吏胥役“层层剥噬”。为杜绝书差过度勒索乡民，谘议局详细分析了抬垫的积弊来源，比如“凡迟未上

纳者，地方官辄饬差抬垫，差以给票未填明实收之数，又复肆为逼索，有数倍其抬垫之数而犹不止者。”

咨议局认为，征收粮税的方法必须“简便”，使乡民“易知易行”，方可避免吏役“舞文取利”。再者，

针对抬垫之高利率弊端，咨议局强调“即偶有抬垫者，后本户偿还，不得倍其应上之数”。④不得“倍其

应上之数”，意即利息不得超过本金，类似于清代法律限制高利贷的相关规定，如“每月收利不得超过三

分，每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⑤到这个阶段，抬垫利率标准化已经达到了省级立法的高度。

经过长期性的博弈后，四川省各州县的抬垫利率被固定为月息三分。这一标准，符合官方法律与民间

实践中的公认利率上限。以四川资州的“民间放贷取利习惯”为例，“例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

本一利。”⑥除私人借贷外，典当行业的放贷利率也主要是“每月以三分行息”，且“四川通省如此”。⑦

 《大清律例》之“户律钱债篇”中的“违禁取利”条例亦有类似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

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⑧月息三分是民间习惯与国家法律允许的利率上限。

或者说，月利超过 3% 的债权利益将不受严格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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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息三分的利息收入受法律保护，还表明抬垫者与粮户之间的钱债关系已被默认为金融市场中的债权

债务关系。以云阳县为例：

　　向来积习病民尤甚不可竟革者，莫甚于抬粮。大抵中下田户，粮轻道远，往往托人入城代纳，或偶忘

误；亦有鄙吝窳惰，故为延玩。限满撤柜，官催扫解，每饬吏役贷钱毕输，事后分赴各乡欠户追索责息，息

无完程，动逾倍蓰，饱欲乃已。此尚常例，半由小民自取，不专咎吏也。①

 《云阳县志》书写者将吏役抬垫理解为“贷钱毕输”，而欠粮之田户之后被追索的粮税，则被视作

 “责息”，吏役与田户之间的催征关系被表达成了金融市场内的借贷关系。
3. 抬垫纠纷中官府的态度

在晚清和民国的多数抬垫纠纷中，基层官府基本都是出于确保财政安全的目的，对负责抬垫的书差一

方予以维护，并要求作为被抬垫者的粮户偿还本息（即使有时利息计算方式属于非法）。这表明，作为一

种基层金融现象的抬垫，已经得到了基层官府授权下的合法性。

光绪十八年（1892 年），巴县粮户蒋士源向巴县知县递交了一份禀文，状告差役“借公敛财”。蒋士

源称，因身染重病，未能及时“自封投柜”，在仅仅拖欠 5 日后，便被差役“抬粮挂红”。为防止粮差超

额勒索，蒋士源请求知县以“牌示”形式固定“罚利”数额。虽然知县理解蒋士源禀文的意图，但在上级

政府尚未明确规定抬垫利息的情形下，究竟罚利多少，知县亦觉为难。

最后，知县站在官府和差役的立场上，驳回了蒋正源禀文，他说：“不早完粮，致被差抬累，实由于

自取。且差役抬垫银两，多由借贷而来，亦难令其赔累。着即自向粮差加息算还，完事可也。”②抬垫本

金源于借贷，则差役要求粮户支付利息，也在情理之中。

民国初年江津县征收局局长的训令内容与晚清巴县知县的批语如出一辙：

　　缘我津抬垫，粮差下乡收讨，勒索银钱二三四倍不等，查粮差固属良莠不齐，然亦有粮户咎由自取，如

今军事发生，路途梗塞，粮捐未纳，似有情可原，至于时际升平，一切惟正之供，故意迟延致遭抬垫，粮差

抬粮款项，概由借贷得来，利息原系三分。③

因此，抬垫已成为地方金融势力和差役的一种合法的金融投资。而且，地方官府还以司法强制手段来

保护抬垫本金与利息。接下来以苟汉臣等告朱全胜案为例，来展现这种以司法手段来追讨抬垫本金与利息

的过程。

1921 年 7 月，五福镇税丁苟汉臣与赖春山二人，联名向江津县征收局递交名为“抗粮不纳”的咨文，

状告五都八甲的粮户朱全胜。朱全胜（又名福兴），业载粮一斗，多年不纳粮税，一直被税丁唐泽三抬

垫。苟汉臣与赖春山受雇于唐泽三，前往朱所在的五都八甲催讨。不料，朱全胜态度强硬，拒绝支付抬垫

本利：

　　伊（朱全胜）竟视为儿戏，认纳不纳，并且口出恶言，致使伊族朱增荣、朱万宗、朱万全等一局抗悬多

载，实由福兴从中阻挠……情迫将朱福兴扭局……此呈计开朱全胜应缴抬粮数目单一纸等情……计送正副税

民国五年至九年抬粮单一纸。④

为向官府证明抬垫行为的真实合法性，苟汉臣罗列了朱全胜自 1916 至 1920 年被抬垫的本金与利息金

额。我们将相关数据制作成了表 1：

月息三分的抬垫利率，年利率为 36%，远高出 15% 左右的市场年利率。三年过后，抬垫利息必然超过

本金，而这明显违背了“一本一利”的债法原则。在另外一些案件中，差役甚至将利息追加到非法的月息

四分，即年利率 48%。以 1925 年税丁漆海山递交给县知事的呈文为例：“限两日依本年张贴告示，以四

分行息照算，由民国八年以及于今年，每年抬粮本银若干，利银若干。”高利率抬垫，不仅遭到粮户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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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而且一德镇收支所所长吴辉山与聂树声也承认利息过重。①

 
 

表 1    1916−1920 年朱全胜正副税每斗抬垫数量

年份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合计

本金 2.58 2.60 3.02 2.35 2.35 12.90
月利率 0.03 0.03 0.03 0.03 0.03

累计年息 4.65 3.74 3.26 1.69 0.85 14.19
本利 7.23 6.34 6.29 4.04 3.20 27.09

　　资料来源：《苟汉臣等告朱全胜案》（1921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29-00094。说明：“累计年息”

指年息乘以年数，如 1916 年的累计年息 = 年息 × 5。
 
 

在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的环境下，即便有明确的抬垫规范，但税丁仍会随意加息，谋取私利。同

时，地方司法机关还充当着税丁的讨债工具。1921 年 7 月 7 日，兼理司法的县知事对朱全胜案进行了第一

次讯问。苟汉臣供称：“五都八甲朱全胜即福兴载粮一斗，自民国五年起至今业已六年，该福兴估不完

纳，税丁等实莫伊何，祗得将朱福兴扭交征收局”。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对于这每年 1 斗的税粮，朱

全胜为何会连续拖欠 5 年，导致仅是抬垫的利息就高达银洋 14.19 元，甚至超过了本金。业主朱福兴强

调，他之所以拖欠，是因为佃户王四顺不守信用。他声称，去年（1920 年）招佃时，佃户王四顺承诺用本

应交给业主的押金−50 串铜钱−替业主上缴历年积欠粮税。

三次审讯后，王四顺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责任。原来，1920 年，业主朱全胜要求增加押金（四川地区盛

行押租制，亦即须预先支付一笔押金才能租佃业主土地），并委托佃户将追加的押金作为粮税交给税丁。

不料，王四顺“掯钱在手”，并未缴税。②最终，王四顺自愿“将生洋廿五元缴案，以好各人”。③

此案还表明，由于与抬垫相关的人手和工作量的增加，抬垫利息也不得不相应增加。抬垫粮税的税丁

为实现追债目的，不得不扩充人手以提高工作效率。家住县城义字坊，职业为抬粮公务的税丁唐泽三，在

其征税辖区即五都五福镇雇佣了苟汉臣与赖春山二人。雇佣人力以追收抬垫本利，将带来相应的成本消

耗。另外，唐泽三利用诉讼与锁押等司法手段来追收本利，期间所耗费的费用也需由拖欠粮税的责任人来

支付。④这些情况都导致了抬垫利率过高的结果。

从清代至民国，抬垫现象经历了从民催民欠到官方化的历史转变。经过四川省级政权、地方官府、金

融势力、书差、绅士和普通粮户等不同力量间的博弈，原本毫无章法的抬垫行为演变成了整齐划一且有法

律强制性的基层征税制度。抬垫机制不仅是官方授权下粮税征收的重要手段，而且反映了基层税收的市场

化趋势。因此，抬垫可被重新定义为：经官府授权，金融势力和税丁以税粮为标的、有期限、月利率为

3% 的金融放贷行为。

三、地权分化与抬垫纠纷的发生

土地金融市场是近代四川省抬垫现象产生与运行的社会经济环境，而这一环境也给抬垫机制的有效运

行施加了较大阻力。所谓土地金融市场，即以土地作为信用载体，以各种交易模式和地权安排向资本持有

者获取各类融资所形成的复杂交易关系网络。由于金融资本对土地市场的渗透，长期以来中国地权的交易

形态不仅复杂多样，而且分化程度不断加深。在此环境下，粮户利用押租、卖业留粮和典等交易手段，来

逃漏粮税，导致抬垫纠纷频繁发生。若仅是因侥幸、忘记或其他偶然原因拖欠税粮，只会被抬垫一年，最

多两年，但不少粮户竟被抬垫数年甚至数十年。这意味着，被抬垫多年的粮户，心存逃税漏税动机。或者

说，民间土地金融市场所催生的种种交易习惯与地权结构，为粮户逃漏粮税提供了可能性和辩解理由。这

金融、地权与财税：近代四川粮税抬垫的运作机制与环境

 

①《漆海山告许文房案》（1923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29-00135。

②《苟汉臣等告朱全胜案》（1921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29-00094。

③《苟汉臣等告朱全胜案》（1921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29-00094。

④《苟汉臣等告朱全胜案》（1921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29-0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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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近代基层财税陷入困局的关键因素。①

 （一）押租制度引发的抬垫纠纷
在上文苟汉臣告朱全胜一案中，虽然税丁最终追还了抬垫本利，但不知何故，业主朱全胜迟迟不领去

连续 5 年的抬粮票据。事实上，朱全胜加押，委托佃户纳税，以及拒领抬粮票，已暗示出朱全胜与佃户王

四顺之间的押租关系发生了变化，即加押过后，民间默认的税责转至佃户王四顺身上。可见，因押租制而

导致的地权分化是抬垫纠纷发生的原因之一。与之案情类似的还有李克明案。

1912 年，李涂氏因粮税抬垫而状告李克明。李涂氏的诉状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李涂氏故夫遗留田

产“文家堡”，招揽了佃耕者刘火顺。刘火顺首先交押租银 500 两，其次每年交租谷 11 石。其二，为偿还

债权人李克明 200 两的本金与利息，债务人李涂氏提议“换约”偿债，即 1911 年李克明凭借押租银 750 两

 （在刘火顺 500 两押金基础上增加押金 250 两）嵌入到刘火顺与李涂氏之间的押租关系中。此后，李克明

每年可从佃耕者刘火顺那里获得地租 11 石，只需向业主李涂氏交租 1 石 5 斗。其三，李涂氏称，换约时

双方约定，李克明先替李涂氏纳粮，然后再交租。1912 年，李克明既没纳粮，也未交租，导致粮税被抬

垫。李涂氏的儿子李平洲还因此被粮队关押。②

在土地金融市场的运作过程中，李涂氏与李克明之间的债务债权关系转变为租佃关系，李涂氏几乎把

全部的土地收益都转让给了李克明。李涂氏还强调，她还把实际的纳税责任移交给了李克明。对于李涂氏

的控告，李克明的辩诉理由则冠冕堂皇：“至有业纳粮原为国民义务，民属佃耕，何能庖代？”③

据李克明称，增加押金之后，涉案田产的收益分配已变为：李涂氏收益 1 石，李克明收益 7 石，刘火

顺收益 8 石④，三方所占比例为 1:7:8。李涂氏作为田底主，在其膳田中的权利已所剩无几，收益权仅有

6%，且必须以此缴纳粮税，此正与清末农业税占总收益比例相等。⑤这说明李克明通过加押已获得了全部

田面，即典入了李涂氏的田地。李涂氏仅保留了一份只够用于纳税的收益。在这种局面下，由“法定”业

主李涂氏缴纳粮税，而名义上的“佃户”李克明（实质上的绝对田面主）却规避纳税，在经济层面上显失

公平。这正是导致本案中抬垫纠纷的关键原因。

可见，押租制度加速了地权分化，从而一方面为交易双方提供了以租佃名义（而非买卖名义）逃避契

税的可能，另一方面则导致税责归属上的模糊不清或明显不公。
 （二）卖业留粮交易下的抬垫纠纷
更多的案例证明，“卖业留粮”（即将土地卖出但在官府簿籍上仍保留缴纳粮税义务）这类土地交易

也是引发抬垫纠纷的重要原因。在涉及卖业留粮的抬垫纠纷中，卖主与买主双方都拥有拒绝偿还抬垫本息

的借口。对卖主而言，尽管他们是名义上的纳税人，但他们可以声称自己已经失去产业从而无力完粮，或

者声称由于买方是产业的实际控制人和收益人，所以完粮责任由买方承担更为公平合理（“粮随业

转”）。对于买方而言，他们则可以坚持要求严格执行契约中的规定，亦即由名义上的纳税人−卖方−
承担完粮责任。如此一来，基层政府与税丁就会陷入复杂地权所埋设的征税陷阱之中。

1914 年，负责四都粮税抬垫的税丁赖肇五⑥，向业主彭协臣追讨抬垫本利。为厘清税责与抬垫之债责

归属，彭协臣与同乡幸兴臣、族人彭敏廷陷入纠纷。12 月 11 日，三才镇第二团第七甲的孀妇彭钟氏与儿

子彭协臣递交诉状，状告同乡幸兴臣与族人彭敏廷。状书称，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彭钟氏出售名为

 “磨盘岗”的田产，税额 13.7 升，该业税责在彭立三这一户名下。彭钟氏每年将税粮交给族兄彭敏廷，并

由后者代为缴纳官府。土地交易中，彭钟氏与幸兴臣签订了一份买卖契约，将税责一分为二，买主 9 升，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02 Feb  2020

 

①参见赖骏楠：《清代民间地权习惯与基层财税困局−以闽台地区一田多主制为例》，《法学家》2019 年第 2 期。

②《李克明案》（1912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18-00057，第 6 页。

③《李克明案》（1912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18-00057，第 10 页。

④佃农的地租，为正产的 50%，因此，除了交出 8 石外，佃户刘火顺还有 8 石谷作为收益。

⑤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议（1750−191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65、172 页；曹树基、单丽：《石仓税率的演变（1772−
1952）》，《中国农史》2011 年第 3 期。

⑥赖肇武，又称赖肇五、赖少武（五）、赖绍武（五）、赖瑞丰与赖福等等，下文一并称之为赖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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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主 4.7 升。卖业之后，买主幸兴臣却以彭鸿儒的户名纳税，导致彭钟氏原本应在彭立三名下缴纳的税粮

无人缴纳，遂被抬垫，历时七年，“合银五十七两五钱六分”。初审结果是，被抬垫的本利分五股，买主

幸兴臣认缴三股，卖主彭协臣与族人彭敏廷各缴一股。①

从税单上看，承担税责者应是业主彭协臣。但彭钟氏强调，土地出售后，税责一分为二，由买卖双方

共同承担。政府所掌握的户籍与赋税信息，早已滞后于实际的社会经济现实。卖业留粮的交易方式为相关

当事人提供了逃漏税契机。

比彭钟氏案更为典型的还有漆海山案。漆海山是征税经验丰富的前清差役，民国时期继续充当江津县

一都的税丁。为追还许氏祠产连续被抬垫五年的粮税，漆海山与许文房等人展开诉讼。1923 年 12 月

7 日，漆海山递交禀状，具控许永昌（户名）、许文房，及佃户温洪顺。在本案中，许永昌家族成员许春

荣曾将部分家族产业卖与许文房，但无论卖方还是买方都未就相关产业缴纳粮税，导致遭到抬垫。初审结

果是管押现业主许文房，“谕令速将抬粮按年纳楚”。许文房不仅拒绝偿还，反而将抬粮纠纷案上诉到巴

县地方审判厅。

1924 年 6 月 5 日，漆海山因仍未追还抬垫本利，故第三次向县政府递交报告，阐述自己所面临的征粮

压力，以及抬粮本金源于借贷的现实。该报告暗示：若不能追还抬垫本利，将导致今年不能“再措抬

垫”，最终影响“国课”与“饷源”。这一措辞立刻引起了县知事的重视，批文称：“准予提比究追，

可也。”②

在漆海山递交诉状追讨抬垫本利时，被告许文房又与许春荣因税责归属问题展开诉讼，且同样上诉至

巴县地方审判厅。许文房称，应纳税者与被抬垫者均是许春荣。巴县地方审判厅的意见是，江津县对于抗

告人许文房之裁断“不合法”，裁决理由如下：

　　本案确定判决理由，栏内载许永昌遗留之粮银，应由其八房子孙平均负担等语。许春荣既为许永昌之后

裔，当然缴纳永昌所欠之粮银。原县因执行许永昌无着，即就抗告人而为执行，殊属不合，抗告人之抗告不

无理由，综上论结，原县对于抗告人所为之裁断，殊不合法，应依民事诉讼条例第 563 条第二项废弃原裁

断，并令该县查照原确定判决办理，毋得案外执行。③

巴县审判厅坚持名义业主与税责一致的原则，认为许永昌所遗留的税粮，理应由其后人来承担。所

以，江津县的判决−令案外无责任之人即许文房偿还抬垫本利，是不合法的。1924 年 9 月 26 日，许文

房等人向江津县知事递交一份控告许春荣与税丁漆海山的状书，进一步表达税责应归许春荣以及税丁有意

混淆纳税责任的观点。

许文房强调，他与许春荣之间签订了卖业留粮的契约。意即土地收益权、使用权与处置权完全转移到

买主许文房手中，而纳税责任仍归卖主承担。该事实得到了巴县地方审判厅的认定，税责应由卖者许春荣

方面承担，与买者无关。通常，若不是卖者亟需现金，一般不会擅自出售“蒸产”，即祭产。许春荣一家

很可能已沦为“人财净尽”的地步。名义上的纳税责任人许春荣家的极度贫困，也正是税丁漆海山“择肥

而噬”，转而向买家许文房追还抬垫本利的主要原因。④

在经过各方意见交锋后，江津县知事最后做出了有利于许文房的判决，江津县知事仍站在税丁漆海山

一边，于 9 月 27 日给出批文称，按照“粮随业转”的原则，悬欠的“蒸粮”应由实际管理祭产者许文房

缴纳。12 月 9 日，漆海山以许春荣逃跑，且许文房亦是许永昌后人为由，要求许文房承担税责。但巴县地

方审判厅下达的意见认为，唯有许文昌的八房子孙才有纳税责任，许文房显然不是。最后，江津县知事要

求许春荣偿还抬垫本利。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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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赖肇五告彭协臣案》（1914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29-00041。

②《漆海山告许文房案》（1923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29-00135。

③《漆海山告许文房案》（1923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29-00135。

④《漆海山告许文房案》（1923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29-00135。

⑤《漆海山告许文房案》（1923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29-0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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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丁漆海山与县知事对卖业留粮之规定，是不陌生的。但为保障抬垫本利与完成征税任务，江津县第

一次判决故意不理会买卖双方达成的约定，迫使有纳税能力的买方纳税并偿还抬垫本利。根据契约规定无

须纳税的买方无法接受初审结果，所以向地方审判厅发起抗告。在作为上级司法机构的巴县地方审判厅施

加的压力下，江津县的复审承认了“卖业留粮”的税则归属原则。但这实际上是县知事与税丁不愿接受的

结果。若逃逸的许春荣永不返乡，这就意味着许文昌户税粮的抬垫本利与未来税额都将化为乌有。
 （三）以确认和分配税责为中心的抬垫案件处理
上文提到的彭协臣案的处理结果之一，是买主幸兴臣应为彭协臣的抬垫本利承担 60% 的偿还责任，计

银 34.536 两。这一结果，既确认了 7 年前买卖契约基础上的税责调整，又承认了产业与税责脱离的客观事

实。在彭钟氏母子卖业给幸兴臣时，由于前者亟需现金来偿还外债，所以甘愿在失去产业的全部收益权与

使用权后而保留“四升七合”的纳税责任，占原税额的 34%。出资价银 500 两的买主幸兴臣则承担税粮

9 升，占磨盘岗产业之 13.7 升税粮的 66%。所以，1915 年 2 月，县知事将 1906 年至 1914 年 7 年内的抬垫

本利共银 57.56 两，分为 5 份，买主承担 3 份，即占总额的 60%，计银 34.536 两。① 契约所定税责与本案

各方因抬垫所生债责的基本匹配，正是县知事分配偿还抬垫本利的基本原则。

从裁决逻辑上看，中证人彭敏廷为谋取私利而故意混淆与逃漏税粮（向买方声称其未来只需要缴纳彭

鸿儒户名下的较低额粮税，而彭鸿儒名下的粮税实际上应由彭敏廷本人承担），导致抬垫纠纷发生，所以

他与卖方各承担 20%，计银 11.51 两。也就是说，致使粮税拖欠且怀有私利动机的相关责任人也需承担部

分偿还责任。

清末实现了抬垫规范化，即按月息三分的利率计算，年利率为 36%。这为抬垫税丁提供了放贷赚息的

合法保障。彭协臣案表明，基层税收表面上遵循着清末的抬垫制度，但实际上不少粮户所承担的利率超过

了月息三分的标准。加上诉讼成本与罚金数量，粮户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是更多的。

由此可见，在抬垫纠纷的审理中，基层官府基本上是在厘清和尊重当事人自身地权安排乃至税责安排

的基础上，尝试明晰各方的纳税额度和比例。但这样做的成本，是一个前现代政权难以承受的。在近代中

国，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高度融通而形成的土地金融市场，导致地权交易形态复杂多样。交易各方通过加

押、卖业留粮以及典当等形式将税责问题复杂化，而地方政府与税收人员对此难以及时厘清和把握。土地

金融市场为基层民众逃漏粮税提供了大量机会，以致抬垫纠纷频繁发生。如果在每一个抬垫纠纷中都要遵

循基本不受管控的土地金融市场形成的种种复杂的地权和税责安排，那么这将给在行政资源上本已捉襟见

肘的基层政权施加巨大的工作负担。

四、市场逻辑：抬垫权争夺与税责改定

晚清民国时期四川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的高度融通，导致土地金融市场逐渐形成，进而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地方税收工作的展开。加上军事开支与日俱增，民国时期县知事与征税机关愈发依赖抬垫机制。例

如，1920 年春，“军界声言讨熊黔军司令部王文华，限江津于四星期内筹垫饷银十万圆，富室巨商窘于借

贷，方春夏迫抬各区粮捐以应之”②。

但是，无论四川军阀政府的财政需求有多大，其治下抬垫机制执行者的选拔，以及对逃漏粮税当事人

的处理方案，仍始终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金融市场导向（而不是简单的巧取豪夺或道德至上）。这一方面，

可通过江津县新旧差役抬垫权之争，以及刘湘颁布的复杂地权下税责认定新方案这两个例子，来予以展现。
 （一）品行与能力：新旧差役的博弈
抬垫是政府授权下的高利息放贷现象，抬垫权自然就会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资源。为牟取丰厚利润，

民国时期新旧差役群体展开了抢夺抬垫权的激烈纷争。所谓旧差役，即是上文提及的以赖肇五、漆海山与

唐泽三为代表的前清差役，他们曾在县衙内充当粮差，民国后又进入行政公署充当承发吏与税丁等职。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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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赖肇五告彭协臣案》（1914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29-00041。

②程德音、刘泽嘉主纂：《江津县志》（民国十三年），成都：巴蜀书社，1992 年，第 5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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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役们与初获公职的民国差役们形成了两大阵营，于 1922 年发生了诉讼纠纷。

1922 年 3 月，罗树奎等 16 位传事联名向江津县征收局局长递交呈文，谴责差役赖肇五等人的“夺

票”之举。传事是民国初年县政府中负责传递信息的职员。据罗树奎称，1914 年在江津县前任县知事通令

下，前清差役赖肇五、漆海山、唐泽三的职务被取销，代之以各镇乡保送的本地“良民”。1922 年 2 月，

当征收局“票传”全县粮户纳粮时，本应由新任传事领票下发，而前清差役却以前清“三大里”①之名，

 “暗将此票夺去”。据称，1917 年的征收局还批评过前清差役抬粮渔利等勒索行为。由此，罗树奎认为已

被革职且声名狼藉的赖肇五等人，无权领公署之票。②

同时，赖肇五也递交呈文为己辩解。赖肇五强调，1914 年至 1917 年间，经四序镇保董王庆堂与团总

邹体仁等人的保送与举荐，他开始充任税丁一职。该过程有证人与文书作为证据，罗树奎所谓“署外之

人”与“夺权”等说法难以成立。③

3 月下旬，赖肇五又联合各镇乡旧税丁 10 人，联名向江津县征收局和县知事递交呈文。他们首先阐述

了基层差役的状况：1914 年前任县知事改组警吏后，传事单纯负责文件传达，“凡催科厘税”等项均由税

丁“分都承认，以资熟手”。他们随后描述了征税难度。赖肇五等人表示，他们能在遵守抬垫办法的前提

下，“以清积欠，而维正供”，做到“于闾阎无扰，于粮税有益”。最后，他们强调 1922 年催征军费的紧

迫性，亦即“限三月扫解”。这样，征收局局长特令税丁主办粮税，“早解免误”。④赖肇五有理有据的

辩解成功说服了县知事。

4 月 21 日，罗树奎不服县知事判决，再次向江津县征收局递交报告。报告指出，赖肇五是璧山县人，

曾犯罪充军且被收入监狱，故无资格充当税丁。⑤此外，罗树奎还提供了 1920 年四序镇团练办事处的呈

文，证明自己同样具备抬垫的本事。⑥

可是，江津县征收局局长根本不理睬罗树奎所揭赖肇五之“黑历史”。相反，他以县知事的判决结

果、赖肇五的征税能力与粮税抬垫之紧迫性为由严厉斥责了罗树奎，称赖肇五办事干练、“催粮尚属得

力”⑦。这就显示出了以金融市场为导向的抬垫实践的去道德化特色。
 （二）前清差役的资本与人脉
前清差役赖肇五虽然劣迹斑斑，但他具有民国新任差役罗树奎等人所欠缺的征税能力。这主要是指他

殷实的经济实力与丰富的人脉关系。

赖肇五曾是晚清杜里差役，进入民国后一直居住在江津县城鞍子街。1912 年，他充当“差遣队队

长”⑧，1913 年，赖肇五奉县知事谕令，与保正、城约等人一同调查债务人孙泽膏的全部产业。⑨此外，

他还经营银匠铺生意⑩，并以“架渝城揽载船为业”⑪。1920 年 12 月，充当萧曹祠祠首职务的赖肇五又

与本城衙门街的商人马凤翔发生房产纠纷。⑫可见，晚清民国期间，赖肇五在政界、金融、长江运输与房

产等多领域中均有涉足，他是江津县城活跃且有影响力的角色。所以，赖肇五经常为诉讼当事人具保。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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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注：清朝初年，江津县分为笋里、杜里与思里。

②《罗树奎诉赖肇五等人的呈》（1922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5-0001-00985。

③《漆海山与赖肇五等人诉罗树奎等人的呈》（1922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5-0001-00985。

④《赖肇五诉罗树奎等人的呈》（1922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5-0001-00985。

⑤《罗树奎为文稿粘恳查核以杜妄争之报告》（1922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5-0001-00985。

⑥《1920 年四序镇团练办事处为呈清备查》（1922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5-0001-00985。

⑦《罗树奎为文稿粘恳查核以杜妄争之报告》（1922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5-0001-00985。

⑧《赖少武等人持签拘被禀人甘泳泉》（1912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17-00139。《梅雨楼、赖绍五等关于唤孙显成的禀

文》（1913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25-00012。

⑨《孙泽膏案》（1913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25-00012。

⑩《赖肇五告詹国宾案》（1922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18-00423。

⑪《赖肇五案》（1914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17-00075。

⑫《马凤翔告赖肇五等》（1920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5-0025-00030。

⑬《赖肇五具保孟舜卿》（1917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18-0000602。《王春武等告余海清》（1918 年），重庆市江津区

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21-00103。《赖瑞丰楼具保王银和》（1921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06-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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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银楼作为依托，赖肇五在金融市场中如鱼得水。除了普通的民间借贷，赖肇五还参与到人数更多、

资本规模更大的合会融资组织中。1925 年，赖肇五等人与债务人张治才发生会款纠纷。①从合会成员上

看，加入合会者有陈事君与邹伯端等江津县城著名的盐商富贾，所以赖肇五的经济实力应与其会友是旗鼓

相当的。这也暗示，人脉资源中的大量有钱人，使他能在短期内筹集到足够多的抬垫资金。雄厚的经济实

力，使赖肇五有能力为他人具保以及抢夺抬垫权。
 （三）田面权的官方承认与税责改定
获取资本的能力，是赖肇五利用抬垫机制如期完成征税任务的决定因素。由于土地金融市场的存在，

税责不清导致偷漏税现象与抬垫纠纷频繁发生。1934 年，为解决这一问题，四川省陆军第二十一军司令部

首长刘湘专门发行一则布告，从租税公平问题的角度阐述抬垫纠纷的发生原因，内容如下：

　　本军戍区各县近因征粮筹垫，关于田房不动产之典当及大押佃，其业主同典户、佃户间往往发生无限纠

葛。究其原因，则由民间拥有资财者企图避免税款，不肯置购产业，惟安当加押，借谋厚利，遂使穷苦之家

始因负累而押当产业，继因业当押而愈增负累，收入日趋减少，粮税负担依然。甚或业已属人，粮仍存在，

以致粮款流欠，无法清查，诉讼纷争相持不决。弊既滋大，事犹不平。近据各县县局以无收入之业主仍负纳

税义务，追呼无从，极妨正供。并据各地司法机关以典户及大押佃户为其业主垫付公债借款，于解除契约

时，动辄发生诉讼。②

这段话表明，作为熟悉四川民情的军阀统治者，刘湘对土地金融市场对基层财税造成的困扰颇为明

白。江津县是刘湘的驻防地之一。1930 年代，军阀割据战争不断，亟需征收粮税。江津县行政公署与征收

局遂授权赖肇五这样的税丁下乡抬垫粮税。然而，地权交易的复杂多样，导致税责难以厘定。刘湘认为，

抬垫纠纷主要与“民间拥有资财者”企图避税有关。参与“卖（典）业留粮”交易的买主，与那些缴纳大

额押金而占有绝大多数土地收益的田面主，已成为政府征税过程中的首要障碍。他们利用资本渗透地权，

获得土地的大部或全部收益，而原业主只保留纳税责任。频繁发生的抬垫纠纷，使得官员们认识到土地金

融市场已经严重影响了税源的可靠性。

需注意的是，买卖契约中关于税责的规定，是交易双方自主协商的结果，而这就会导致卖业留粮的现

象。在这种情况下，为防止留粮的原业主失去纳税能力而影响税收，县知事往往不顾契约规定而执意要求

实际管业者承担纳税责任。

以 1918 年赖肇五抬垫案为例。光绪十九年（1903 年），王炳香父承买王裕超父的田产，约定“不指

粮，故未拨册”，即卖业留粮。此后的十余载，一直无人纳税，由赖肇五抬垫。1913 年，王炳香将该业卖

给王益三，税丁要求粮随业转。③王炳香则强调当年买卖关系是卖业留粮，买主不应承担税责。县知事的

处理原则是：谁管业，谁纳粮。虽然晚清时期拖欠粮税“应免追究”，但 1912 年至 1913 年的粮税抬垫本

利，应由当时的管业业主王炳香偿还。自 1914 年起，由于该土地转卖给新的管业业主王益三，所以“田归

王益三全买，其粮焉得不归王益三完纳耶？”④

在本案中，县知事不顾契约规定，执意要求管业者纳税的裁决，往往因为当事人的再次抗告而无法执

行。上文漆海山案便是明证。这样就会导致抬垫纠纷处理上的无解。所以，在军费愈加紧张的 1934 年，为

处理抬垫纠纷与保障税源，刘湘提出了解决方案。内容如下：

　　凡民间典当不动产业，应由承典人负担各该业应纳粮款及派垫责任。其以大押佃而享有收益者，依其所

佃产业收益之全部计算，如原业主全无收益，或收益不及十分之一者，各该业应纳粮款及一切垫派由佃户负

担；原业主及十分之一以上，至十分之四者，其粮款及一切垫派，由业主与佃户平均负担；原业主在十分之

四以上者，其粮款及一切垫派仍完全由业主负担；所有承典人及大押佃户将来解约时，不得向业主索偿，以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02 Feb  2020

 

①《赖肇五告张治才案》（1925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18-00636。

②《关于租税公允的布告》（1934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18-01002。

③《赖肇五告王超常祠、程雨三等》（1916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29-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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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公允，而不限所有。从前因负担争执而发生诉讼尚未解决者，及以后征收一切税款均着依照上项规定

办理。①

刘湘的意见很明确，无论交易双方在地权契约中如何自行规定税责，为方便官方确定税责归属与比

例，并确保作为军饷粮税征收（当然表面上还是要强调，政策初衷是为了实现税负公平），今后应根据收

益份额来确定税责。当然，要求田面主承担税责，实际上肯定与保护了田面主的权利。

然而，刘湘按收益比例来确定税责分配的新规定，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和法律上缺陷。以典为例，如果

当事人甲将价值 100 两的土地，以 66 两价格出典给当事人乙，按照新税责规定，获取全部土地收益的乙方

则必须承担缴纳田税的义务。如此一来，乙方实际上仅以 66 两的典价而获得了甲方土地的全部权利（包括

使用权、收益权和通过纳粮来实现的处置权）。以前保留在甲方手中的纳税责任能起到限制乙方“处置

权”的作用，现在一旦纳税责任全部移交给乙方，就意味着若干年后甲方很难找到充分的纳税证据，以证

明自己对相应土地拥有部分处置权，并可以 66 两的原典价赎回土地。同时，乙方由于手握纳税记录，从而

能表明自己是土地的“所有权人”，也就有权以 100 两的全价卖给当事人丙（从而净赚 34 两）。甲、乙与

丙三方的重叠性产权关系必然衍生无穷矛盾。略遗憾的是，我们暂未能从江津档案中找到相应的案例资

料，来印证以上推理。

不过，新规定是否能有效解决地权分化带来的税责归属的问题，仍可以通过 1935 年二守镇的李耀焜诉

曾文轩案来检验。李耀焜是二守镇德感场的一名士绅，担任学务一职，有“地名张家堡田产一股”。

1932 年，李耀焜将田产“典”给曾文轩，得到“当价银”600 两。1934 年刘湘调整税责时，原业主李耀焜

与典主曾文轩都认为税责应划归对方，以致粮税被抬垫，纠纷发生。据刘湘公告，李耀焜认为，土地既然

典与曾文轩，那么应由典主曾文轩来缴纳粮税。而曾文轩则声称，他们之间的土地交易是租佃关系，理应

由业主李耀焜承担。最终，法官在新税责的基础上，作出判决：原业主与典主均摊田赋。因为原业主李耀

焜“出租”土地后，仍持有 5 石租谷，占土地出产总额 30 石的 16.7%（5/30），收益比例在 10% 在

40% 之间。

需反思的是，当事人既然都对刘湘的公告心知肚明，甚至专门抄录了公告全文作为证据诉诸法官，但

为何在明知理应均摊税责的情形下，不惜时间与金钱成本而走上法庭？曾文轩的诉讼逻辑鲜明体现出“新

税责”的实践困境。曾文轩认为，该田产年总收益 30 石，他支付价银 600 两后，获得收益 12 石，占土地

出产总额的 40%。承典人收益为 40%，那么原业主即出典人的收益比例为 60%。如此一来，收益比例超过

40% 的原业主就必须向政府缴纳田赋。②曾文轩的逻辑是自洽的。然而，从地权分化的实际状态看，原业

主的到手收益比例仅有 16.7%，而剩下的 43.3% 则归原业主的佃户柯炳宣所有。虽然刘湘制定的公告考虑

到了土地权利的第一层分化，却忽略了地权的再分化。所以，1934 年的新税责方案依然难以彻底根治因土

地金融市场而衍生的税责归属不清问题。

刘湘颁行的解决抬垫纠纷与征税困难的方法，在很大程度承认并顺应了土地金融市场的逻辑。政府从

法律层面上认可了大资本持有者对土地的投资。换句话说，政府根据收益比例来确定税责的原则，表明土

地市场与金融市场的融通不仅仅是民间的契约习惯的产物，而且还是受国家法律保障的经济秩序。问题在

于，这一新方案仍未做到全面把握土地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其对地权安排中当事人税责分配的规定，既显

得僵硬（对于当事人而言），又显得繁琐（对执法者而言），甚至可能对土地金融市场制造了新的扰动。

五、结 论

本文证明，所谓（合法的）抬垫，指的是经官府授权，税丁以税粮为标的、有期限、月利率为 3% 的

金融放贷。抬垫起源于清代地方里甲，后为书差把持；民国时期，成为县级政府“税丁”的差务之一。从

金融、地权与财税：近代四川粮税抬垫的运作机制与环境

 

①《关于租税公允的布告》（1934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18-01002。

②《李耀焜告曾文轩案》（1935 年），重庆市江津区档案局：档案号 J007-0018-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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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到民国，民间性的粮税抬垫机制逐渐被纳入到官方性的税收系统中，抬垫利率亦实现了标准化。金融

市场为抬垫机制的形成提供了资金可能。粮税抬垫具有显著的金融市场特征。粮户利用土地市场与金融市

场的融通，亦即土地金融市场各种地权安排来逃漏粮税，客观上导致了抬垫纠纷的频繁发生。

为妥善解决纠纷，四川省军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税责归属，即按照土地收益比例来确定税责。这一调

整旨在保证税收收入，却可能对土地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田面权得到了政府的承认与保护，田底权

 （即纳税责任）的实现可能性甚至要取决于田面权的性质与程度（即地租收益率）。土地权利束中的收益

权成为判断税责的重要标准。

税责调整表面上是为了照顾征税公平，实质上则是为了维持财政收入稳定。该法令顺应了自明清以降

土地金融市场发展与田面主地位日益上升的趋势。不过，实践表明，刘湘的以收益分成来确定税责的改

革，仍显得较为僵硬，且并没有完全考虑到更为复杂的地权分化事实，所以仍然无法根治因土地金融市场

而引发的抬垫纠纷。

抬垫被长期视作近代四川征税实践中的一种“恶政”，从而被赋予道德上的负面色彩。本文的研究，

并不意在沿着这一传统思考维度去观察抬垫的善与恶（当然这个角度无疑是重要的），而是试图通过描绘

抬垫实践、抬垫纠纷以及官方的应对方案，来展现中国近代基层社会中金融、地权、财税和法律各领域间

的复杂交织关系，并进一步颠覆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与经济的某些刻板认识。评价一个事物的前提，是做

到对这个事物的充分理解。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晚清财政法制变革与国家现代化研究”（18CFX01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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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 Land Rights and Fiscal Tax: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Environment of Taidian in Sichuan

Province from late Qing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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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idian(“抬垫” ) of  land  tax  generally  refers  to  a  practice  of  middlemen  pay  for  the  land

taxpayers in advance and subsequent recover principle and interest from the latter, when land taxpayers fail

to  pay  taxes  on  time.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folk  Taidian  of  land  tax

mechanism in Sichuan was gradua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official tax system. However, the mechanism still

had  many  drawbacks.  Under  the  game  of  forces  from  the  government,  scribes,  gentlemen,  and  land

taxpayers, the interest rate of Taidian has finally been standardized. Financial markets have provided funding

for  the  formation  of  Taidian  of  land  tax  system.  In  order  to  evade  land  taxes,  land  taxpayers  use  various

types of transaction methods and land rights arrangement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land market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  Therefore,  the  disputes  about  Taidian  happen  frequently.  The  selection  of  the

executors of Taidian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  competition and de-moralization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Sichuan  Province  had  ordered  that  the

taxpayer should be re-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land revenue share, but the result was not very well because

the government could not achieve a complete grasp of the land-financial market. Taidian, the disputes about

Taidian  as  well  as  official  responses,  which fully  reflect  the  complex  and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e, land rights, fiscal tax and law in modern Chinese grassroot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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